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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智能手機成為一項社會基礎設施，其幸福效應日益受到各界

關注與討論。對於飽受幸福問題困擾的貧困人口而言，使用智能手機

是否有助於改善幸福狀況？本研究利用2019年中國8省16縣1,673戶易

地扶貧搬遷調查數據，從智能手機擁有、智能手機上網、網絡使用頻

率、網絡使用強度四個維度探討智能手機使用與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

感的關係。實證結果表明，智能手機使用與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感顯

著負相關，且網絡使用頻率越高、每日使用時間越長，搬遷人口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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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幸福感越低。此外，基於易地扶貧搬遷群體的特徵，從主觀信任水

準和物質重視程度兩個角度對影響機制做出了進一步分析，發現智能

手機使用會降低搬遷人口的主觀信任水準、提高其對收入水準的看重

程度，進而導致幸福感的降低。研究揭示了「硬幣背面」的存在，對技

術樂觀主義進行了反思，為進一步探討居民幸福議題提供了啟發。

關鍵詞：智能手機使用、主觀幸福感、貧困人口、易地扶貧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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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smartphones become a social infrastructure, their impact on well-being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For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s struggling with happiness, does smartphone use help improve their 

well-being?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a 2019 survey of 1,673 relocated 

households unde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program in 16 counties 

across 8 provinces in China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rtphone 

use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smartphone ownership, internet use via smartphone, frequency of 

internet use, and intensity of internet use.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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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phone use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with higher internet use frequency and longer daily usage 

correlating with lower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is group.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this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from two perspectives: subjective trust levels and 

material emphasi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smartphone use is related to lower 

subjective trust levels and greater emphasis on income among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which in turn leads to a decrease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tudy reveals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reflects on 

technological optimism, and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residents’ happiness.

Keywords: smartphone use, subjective well-being,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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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著信息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的迅猛發展，以智能手機為載體的移動互聯網已成為當代社會不

可或缺的基礎設施（孫瑋，2024）。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發佈的第55次《中國互聯

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4年12月，中國手機網民規模已達
11.05億，佔網民總數的99.7%（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25）。從城

市到鄉村，從年輕人到老年人，智能手機不僅成為組織日常生活的必

備工具，更成為影響個體幸福感的重要變量。一方面，智能手機通過

提供便捷的信息獲取渠道、增強社會連接以及豐富娛樂活動，對用戶

幸福感產生積極影響（Mittal & Rani, 2024）；另一方面，過度使用智能

手機可能導致數字成癮、社交焦慮以及進行社會比較引發相對剝奪感

（Lee et al., 2014），從而降低幸福感。

貧困人口是幸福狀況最為嚴峻的群體之一。在全球範圍內，根據

聯合國發佈的《2024年全球多維貧困指數》，仍有約11億人生活在極度

貧困中，面臨住房、衛生、教育、營養等多方面的匱乏。在中國，
2020年底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問題依然是突出挑

戰。那麼，智能手機的幸福效應在貧困人口身上有何表現？身陷社會

邊緣和數字邊緣雙重困境，貧困人口的智能手機使用體驗與主流群體

存在顯著差異，其中既存在不熟練使用、斷網使用，也存在主動拒用

（劉國強、顏廷旺，2022）。這些行為有著怎樣的另類意義？它們如何

作用於貧困人口的幸福感？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牽涉學術價值，

更關乎數字時代的社會公平。

易地扶貧搬遷群體是中國貧困人口的典型代表，凝結著中國治理

絕對貧困的歷史經驗。為解決「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問題，中國

政府自2016年起實施了大規模的易地扶貧搬遷工程，截至2020年已幫

助960萬貧困人口實現安居。然而，易地搬遷並不意味著問題的徹底解

決，貧困人口在搬遷之後還面臨生活方式轉型、社會關係網絡重構等

現實挑戰。某種程度上看，易地扶貧搬遷群體最終能否過上幸福生

活，取決於他們如何應對這些現實挑戰。在上述關鍵性維度，智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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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等信息通訊技術發揮著重要作用—既幫助搬遷人口降低信息獲取

成本、拓寬就業渠道，又促進搬遷人口轉變社交方式、加快社區融入

（張晨等，2022）。故而，值得考察的是：易地扶貧搬遷群體的智能手

機使用情況如何？使用智能手機是否有助於改善他們的幸福感？其背

後的作用機制是什麼？

鑒於此，本研究利用2019年中國8省16縣易地扶貧搬遷一手調研

數據，從智能手機擁有、智能手機上網、網絡使用頻率和網絡使用強

度等四個維度，探討智能手機使用與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感的關係，

並嘗試分析主觀信任水準和物質重視程度的中介作用。從理論層面

看，本研究關注易地扶貧搬遷人口這一邊緣群體的智能手機使用，從

目的、頻率、強度等維度細化技術使用的測量，有助於突破以往聚焦

主流群體的幸福感研究的同質化假設，揭示技術效應的群體異質性和

情境依賴性。從現實層面看，中國正處於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

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關鍵階段，近千萬易地扶貧搬遷人口的後續扶持工

作至關重要，考察智能手機如何影響這一群體的幸福感，不僅能啟發

數字時代的社會政策設計，更能向全球貧困治理貢獻中國經驗。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主觀幸福感

幸福是人類的永恆追求，亦是學界的經典議題。作為當代幸福研

究的主流範式，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指個體根據內在標

準對個人生活和情感體驗所作的整體性評價，是衡量個體生活品質的

重要綜合性心理指標（Diener et al., 1999）。

主觀幸福感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從既有文獻看，主要存在自上而

下（top-down）、自下而上（bottom-up）兩種解釋路徑（Diener, 1984）：前

者認為主觀幸福感主要受個體內在心理特質所支配，強調人格特徵、

認知傾向等內部因素的影響；後者則主張主觀幸福感是個體對具體事

件滿意度評估的累積結果，注重生活情境、人口學變量等外部因素的

影響。作為新型社會基礎設施，智能手機等信息通訊技術是重要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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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影響因素，其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近年來受到學界廣泛關注。目前

研究多集中於探討智能手機的使用強度（Przybylski & Weinstein, 2017）、 

移動網絡使用（Castelo et al., 2025）、應用程序使用（Schenkel et al., 2025） 

等因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但並未達成共識。例如，有學者基於使

用與滿足理論調查發現，智能手機通過解決用戶生活中的娛樂、釋放

壓力、獲取資訊等基本需求，具有促進社會資本和主觀幸福感的作用

（Mittal & Rani, 2024）；有學者通過分析義大利的樣本數據發現，智能

手機的介入性可能導致面對面互動的品質降低，從而對主觀幸福感產

生消極影響（Rotondi et al., 2017）；還有學者經由檢驗大規模青少年用

戶數據發現，數字技術使用對幸福感變化的解釋力相當有限（Orben & 

Przybylski, 2019）。上述分歧意味著亟待更多不同情境下的實證研究提

供經驗證據。

早期的主觀幸福感研究多將居民視為同質整體進行測量與分析。

隨著研究的深入，主觀幸福感的群體差異逐漸顯現，學者們開始考察

特定群體的幸福感及其形成機制。具體到智能手機使用與主觀幸福

感，已有研究圍繞兒童（Sim, 2025）、青年人（Islam et al., 2025）、老年

人（賀建平、黃肖肖，2020）、大學生（司曉悅等，2015）等群體展開分

析，然而鮮有研究以貧困人口這一幸福狀況最為嚴峻的群體為考察對

象。作為社會邊緣群體，貧困人口的幸福感水準不僅關乎居民幸福感

的總體分佈，更成為衡量社會發展品質和社會治理效能的關鍵指標（梁

土坤，2019）。目前已有研究關注到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對於中國農

村家庭經濟收入的正向影響（Ma et al., 2020）、對於貧困農民創業行動

的促進作用（Nie et al., 2024）、對於貧困學生心理健康的積極意義

（Cleofas, 2023）。不過，對於智能手機在總體層面及具體機制上如何影

響貧困人口的主觀幸福感，相關討論仍屬相對缺失。也有研究通過調

查中國農村家庭的數據發現，智能手機使用與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

存在顯著正向關係，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是這種正向關係的中介（Nie 

et al., 2021）。但總的來說現有研究存在如下缺憾：在研究對象上，未

能直接聚焦貧困人口群體；在影響機制上，側重討論物質要素的影

響，疏於考察文化、精神與心理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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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本研究選擇易地扶貧搬遷群體作為考察對象，選擇主觀

信任水準、物質重視程度作為中介變量，通過分析智能手機使用對易

地扶貧搬遷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及作用機制，一方面深化關於智能

手機使用與居民幸福感關係的認知，另一方面為改善貧困人口生活滿

意度、推進數字福利均等化提供參考。

智能手機使用與主觀幸福感

現有研究探討智能手機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主要圍繞使用

與滿足、社會資本、相對剝奪、數字鴻溝等理論展開，基本達成了正

面效應與負面作用並存的共識。

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認為，媒介使用是

受眾主動滿足自身需求的過程（Katz et al., 1973）。對於易地扶貧搬遷

人口而言，使用智能手機正是這樣一種能動性實踐。在信息需求層

面，使用智能手機能夠突破地理距離與教育水準的限制，即時獲取醫

療健康、政策補貼及農業技術等關鍵信息。在社交需求層面，智能手

機通過即時通訊工具有效彌補了因物理分離導致的交流缺失，使家庭

成員能夠便捷地維持情感聯結（王清華、鄭欣，2022）。在娛樂需求層

面，智能手機上的短視頻、音樂等應用能夠提供低成本精神慰藉

（Vaterlaus & Winter, 2025）。這些需求滿足過程，實質上是貧困人口通

過技術工具突破生存困境、重構生活意義系統的過程。

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強調社會網絡、互惠規範與信

任關係對個體福祉的促進作用（Putnam, 2000）。該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

解智能手機如何通過重構社會關係網絡增益幸福感。其一，智能手機

強化了基於強人際關係的紐帶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例

如，家庭微信群中的日常分享創造了情感代償空間，使跨代際情感支

持強度顯著提升（蘇美妮，2024）。其二，智能手機擴展了基於弱人際

關係的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對於搬遷人口而言，

通過線上渠道直接參與社區公共決策，不僅增強了集體效能感，更通

過「數字鄰里」關係消解了物理遷移後的社會網絡斷層（李杜若、何志

武，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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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剝奪理論（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則揭示了技術使用的暗

面—智能手機在拓展信息邊界的同時，也通過重構社會比較參照系

削弱搬遷人口的幸福感。社交媒體上無處不在的「濾鏡化」內容，迫使

搬遷人口將自身處境與算法構建的「理想生活」進行上行比較。這種比

較引發雙重心理效應：一方面，物質期望閾值抬升，頻繁接觸高消費

內容導致收入滿意度標準被無形提高（Shrum et al., 2005）；另一方面，

機會剝奪感強化，教育、醫療等優質資源在社交媒體上的可視化展

示，加劇了人們對貧富分化、生活差距的感知（Vogel et al., 2014）。

數字鴻溝理論（digital divide theory）從技術能力不平等角度進一步

解釋了智能手機的負面作用機制。對於搬遷人口而言，當前智能手機

的普及僅僅解決了「接入溝」（access divide），而使用能力上的結構性差

異，即「使用溝」（usage divide）（Van Deursen & Van Dijk, 2011），成為

阻礙其享受數字紅利的更深層機制：一方面，智能手機上複雜的操作

界面，容易對低學歷群體構成認知壁壘與操作障礙，進而引發心理壓

力；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對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更為有利，線上的

使用差距可能會加劇線下的不平等現象（Van Deursen & Helsper, 

2015）。此外，虛假信息與詐騙內容氾濫，放大了數字素養薄弱群體的

認知負荷，潛在的經濟損失進一步加劇了搬遷人口的焦慮。

總而言之，正向路徑通過心理需求滿足與社會資本積累增進福

祉，負向路徑則通過社會比較與技術排斥削弱幸福感。這些理論分析

揭示了智能手機影響搬遷人口幸福感的複雜性。基於此，我們提出智

能手機使用與搬遷人口主觀幸福感關係的一組競爭性「雙刃劍」假設：

假設1a：智能手機使用與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感顯著正相關。

假設1b：智能手機使用與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感顯著負相關。

智能手機使用與主觀信任水準、物質重視程度

由上述理論分析不難發現，對於本研究所關注的易地扶貧搬遷人

口而言，社會信任關係與物質價值取向，是構成影響其生活體驗的重

要因素。一方面，該群體因傳統社會資本薄弱而高度依賴信任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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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也因經濟脆弱性更易受到物質觀念衝擊。因此，本研

究選擇主觀信任水準、物質重視程度作為核心中介變量，進一步探討

智能手機使用對搬遷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

信任水準與幸福感正相關，社會信任水準較高，主觀幸福感也會

相對較高（劉明明，2016）。智能手機的出現使得人們能夠便捷地聯絡

與維繫情感，但也導致人際交往面臨從現實走向虛擬的危險（劉德寰、

及桐，2021），從而引發信任水準的變化。Islam和Samak（2025）基於

歐洲22個國家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互聯網使用有助於增強個體的社

會信任和制度信任水準，進而帶來主觀幸福感的提升。而Sabatini和
Sarracino（2017）通過結構方程模型發現，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的使用會破壞社會信任，從而對主觀幸福感產生強烈而消極的影

響。社交媒體參與有助於提高民眾對政府及其機構的信任，縮小公眾

與政府之間的信任鴻溝（Warren et al., 2014），對於易地扶貧搬遷人口而

言，通過微信政務群等渠道，有助於提升公共服務的可及性與公平

性，從而增強政策獲得感與制度信任水準。另一方面，伴隨智能手機

而來的複雜信息環境、虛擬社會關係以及新型商業模式使得生活的不

確定性顯著增加，可能給搬遷人口的社會信任水準帶來負面影響。基

於此，本研究提出第二個假設：

假設2： 主觀信任水準在智能手機使用和主觀幸福感的關係中發揮

中介作用（智能手機使用→主觀信任水準→搬遷人口的主

觀幸福感）。

智能手機的普及加劇了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生成與擴散。平台資本

和變現紅利驅使互聯網內容產業以「流量至上」為主導邏輯（胡泳、李雪

嬌，2021），持續推送奢侈品展示、網紅炫富等消費主義內容，將「有

房有車」等物質佔有塑造為普世幸福標準。與此同時，拼多多「砍價免

費拿」等交互設計更通過即時誘惑刺激非理性消費，強化物質欲望的即

時滿足。對於易地扶貧搬遷人口而言，持續暴露於這種信息環境中，

可能引發上行社會比較，產生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一方

面，物質主義的滲透改變了他們對財富、收入等物質的重視程度，改

變了其對幸福水準的判斷標準，導致收入滿意度閾值系統性抬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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爍、張文韜，2021）。另一方面，這種相對收入和社會比較產生的相對

剝奪感，在低收入人群中的影響會更大（Bao et al., 2021）。因此，基於

群體和社會比較帶來的相對剝奪感會給他們的心理健康和生活狀態帶

來負面影響，從而降低主觀幸福感（周力、沈坤榮，2021）。於是本研

究提出第三個假設：

假設3： 物質重視程度在智能手機使用和主觀幸福感的關係中發揮

中介作用（智能手機使用→物質重視程度→搬遷人口的主

觀幸福感）。

數據、變量與方法

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於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和原國務院扶貧辦在甘肅、廣西、貴州、湖北、湖南、陝西、四川、

雲南8省區16個國家級貧困縣展開的易地扶貧搬遷專案入戶調查。8個

省區均位於中西部地區，均為生態環境惡劣、貧困發生率較高、易地

搬遷任務較重的區域，16個貧困縣覆蓋了武陵山片區、秦巴山片區、

滇桂黔石漠化片區、烏蒙山片區、六盤山片區等五個集中連片特困地

區和一個片區外國家級貧困縣，共計調查了251個自然村或村民小組和
106個易地搬遷安置社區。

專案課題組分別於2016、2017和2019年採用收入分層等距抽樣和

隨機抽樣方法進行抽樣調查，涉及大、中、小型安置區，問卷包含安

置區問卷、村問卷、貧困戶問卷和非貧困戶問卷。但由於2016、2017

年的調查問卷未涉及信息化採納與利用的相關問題，而信息化板塊在
2019年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問卷中涉及內容較多、問題詳細，因此本文

將主要利用2019年易地搬遷樣本中原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數據進行分

析。數據中包括搬遷家庭基本情況、搬遷前後情況對比、農戶各類收

入和支出情況、家庭資產情況以及享受扶貧政策情況等。剔除了部分

關鍵變量缺失的樣本，最終得到有效樣本共1,67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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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選擇

I. 因變量

本文的因變量為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感，文章對幸福與否的衡量

主要使用個人主觀總體幸福感，這是目前絕大多數已有研究最常用的

衡量方式。本文中搬遷人口主觀幸福感來自問卷中向被訪貧困群眾詢

問的「總體來講，你感覺幸福嗎？」，被訪者根據自身主觀感受在「非常

不幸福」到「非常幸福」的0至10刻度內打分，共分為11個等級，其中0

表示非常不幸福，10表示非常幸福。

II. 自變量

本文的自變量為智能手機使用，智能手機（smartphone）區別於只

能接聽電話、收發短信的傳統功能手機（feature phone），指的是具有獨

立的操作系統和安裝程式，可以通過接入移動網絡實現無線上網的手

機類型（田錦等，2015）。

本文將智能手機使用分為是否擁有智能手機、是否使用智能手機

上網、智能手機上網頻率、智能手機上網時長四個層次 1。第一層次為

搬遷人口是否使用智能手機的二值虛擬變量，來自問卷中「您是否有智

能手機？（否 = 0，是 = 1）」，數據顯示全體受訪者擁有智能手機的比

例為54.79%；第二層次的變量為是否使用智能手機上網（包括使用蜂窩

數據流量和無線局域網），其中0表示搬遷人口未使用智能手機上網，1

表示搬遷人口使用了智能手機上網；第三個層次是使用智能手機上網

的頻率，包括幾乎不、一月至少一次、一周至少一次、一周多次、幾

乎每天，將其賦值為1至5，同時對沒有智能手機的受訪者該變量賦值

為0；第四個層次是智能手機使用的強度，即平均每日使用智能手機上

網的分鐘時長，在下文的回歸中對這一變量取對數值。

III. 中介變量

本文的中介變量為主觀信任水準和物質重視程度，討論主觀信任

水準和物質重視程度在智能手機使用與搬遷人口幸福感的關係中扮演

的角色。其中，主觀信任水準的測量根據問卷中「總的來說，您同不同

意在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的回答來代表搬遷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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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觀信任水準。受訪者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五級刻度中

打分，由低至高依次賦值為1至5，數值越大代表搬遷人口的主觀信任

水準越高。物質重視程度則參考周廣肅和孫浦陽（2017）討論互聯網使

用對個體收入看重程度影響時使用的「收入看重程度 = 自評經濟地位／

實際經濟地位」公式，採取「物質重視程度 = 實際經濟水準／自評生活

水準滿意度」進行衡量。其中，實際經濟水準為家庭人均收入，自評生

活水準滿意度來自問卷中的問題「您對自己的生活水準滿意嗎 ?（在「非

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的0至10刻度內打分）」，在回歸中對「物質重

視程度」這一結果進行了取對數處理。物質重視程度的得分越高說明生

活水準滿意度提高需要更多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長，即搬遷人口對物

質的重視程度更高。

IV. 控制變量

參照已有研究，本文共選取了11個家庭層面或個體層面的變量作

為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及其平方、健康狀況、受教育年

限、婚姻狀況、家庭人均純收入（對數）、家庭貧困狀態（是否脫貧）、

黨員身份、家庭規模以及外出務工經歷等，變量的詳細說明和描述性

統計分別見表一和表二。

表一　變量說明

變量類型 變量名稱 變量定義

因變量 主觀幸福感 受訪者在「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的0至10刻度內打分

自變量 是否擁有智能手機 否 = 0，是 = 1

是否使用手機上網 否 = 0，是 = 1

智能手機上網頻率 不使用 = 0，幾乎不 = 1，一月至少一次 = 2，一周至少一次 
= 3，一周多次 = 4，幾乎每天 = 5

智能手機上網時長 受訪者日均使用手機上網分鐘時長的對數

控制變量 性別 女性 = 0，男性 = 1

年齡 受訪者年齡

年齡平方 受訪者的實際年齡的平方

健康狀況 患有疾病或殘疾 = 0，健康 = 1

受教育年限 受訪者實際接受教育年限

婚姻狀況 未婚、離異、喪偶 = 0，在婚 = 1

家庭人均純收入 家庭人均年純收入的對數

是否脫貧 未脫貧 = 0，已脫貧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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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類型 變量名稱 變量定義

黨員身份 否 = 0，是 = 1

家庭規模 家庭戶籍登記人口數

外出務工年限 外出務工工作年限

中介變量 主觀信任水準
受訪者回答「是否同意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是值得信任的」，
非常不同意 = 1，比較不同意 = 2，一般 = 3，比較同意 = 
4，非常同意 = 5

物質重視程度 家庭人均收入與生活滿意度之比

表二　主要變量及描述性統計

變量名稱 觀測值 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觀幸福感 1,673 7.81 2.00 0 10

是否擁有智能手機 1,673 .55 .50 0 1

是否使用手機上網 1,673 .35 .48 0 1

智能手機上網頻率 1,673 1.61 2.27 0 5

智能手機上網時長 1,673 1.44 2.06 0 6.58

性別 1,673 .92 .28 0 1

年齡 1,673 56.33 12.22 22 91

健康狀況 1,673 .60 .49 0 1

受教育年限 1,673 4.88 3.34 0 12

婚姻狀況 1,673 .78 .41 0 1

人均收入對數 1,673 8.48 .87 2.81 11.36

是否脫貧 1,673 .67 .47 0 1

黨員身份 1,673 .05 .21 0 1

家庭規模 1,673 3.90 1.66 1 12

外出務工年限 1,673 2.68 5.37 0 40

主觀信任水準 1,660 3.88 .97 1 5

物質重視程度 1,660 6.49 .87 1.14 9.75

註：因部分中介變量存在缺失值，涉及中介變量的有效樣本量為1,660。

實證方法

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感採用0至10從低到高的打分，是典型的離散

型有序變量，如果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回

歸模型會將幸福感的排序視為基數來處理。本文主要使用Ordered Probit

方法研究智能手機使用對搬遷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具體模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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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ij
*
 = α1 + β1smartphoneij + γ1Zij + ϵij

happinessij
*
 表示第i省第j位搬遷人口主觀幸福感的潛變量；smartphoneij 

表示是否使用智能手機以及使用智能手機上網情況；Zij則為其他控制變

量（包括性別、年齡、家庭人均純收入、貧困狀態、外出務工經歷等）。
Ordered Probit 模型將主觀幸福感處理為排序數據，一般使用潛變數推

導出最大似然值估計量，具體選擇規則可表示為：

分析結果

基準回歸

本文從智能手機擁有、智能手機上網、網絡使用頻率、網絡使用

強度四個維度探討智能手機使用對搬遷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分別

使用是否擁有智能手機、是否使用智能手機上網、智能手機上網頻

率、智能手機上網時長來進行實證分析。表三彙報了OLS回歸和
Ordered Pr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將主

觀幸福感視為連續變量的OLS回歸，還是考慮主觀幸福感內在排序的
Oprobit模型，結果都表明，擁有智能手機、使用智能手機上網會顯著

降低搬遷群眾的主觀幸福感，且網絡使用頻率越高、每日使用時間越

長，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越低，加入了其他控制變量以及省份虛擬變

量後，依然在1%或5%水準下顯著。因此，假設1b得到支持。此外，

在討論網絡使用頻率、網絡使用強度時我們也對剔除了非智能手機使

用者後的樣本進行了分析，此時樣本量為920，剔除後基準結果的方向

和顯著性保持穩定，受限於篇幅未在表格中一一呈現。

這樣的研究發現表明，雖然在理論上智能手機使用行為既有正面

價值，也伴隨消極意義，但從整體結果看，智能手機使用與搬遷人口

的主觀幸福感存在負向關聯，即：對於搬遷人口而言，智能手機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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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用強於賦能作用。同時，擁有智能手機、使用智能手機上網都會

對搬遷人口的幸福感造成負面影響，這一方面從經驗上推翻了「智能手

機使用有助於提升幸福感」的普遍樂觀結論，另一方面也揭示出，智能

手機並非僅僅通過鏈接互聯網來影響搬遷人口，在物質層面擁有智能

手機本身也會產生負面效應，這可能是由購買、使用智能手機的經濟

消費所引發，也可能是因智能手機的象徵意義與日常生活的拮据現實

的鮮明對比而導致。

表三　基準回歸

變量
OLS模型 Oprobit模型

(1) (2) (3) (4) (5) (6) (7) (8)

是否擁有智能手
機

−.22** −.14**

(−2.12) (−2.37)

使用智能手機上
網

−.27** −.18***

(−2.42) (−3.04)

智能手機上網頻
率

−.05** −.04***

(−2.07) (−2.79)

智能手機上網時
長

−.05** −.04***

(−2.03) (−2.82)

性別 −.15 −.15 −.14 −.15 −.10 −.11 −.10 −.10

(−.86) (−.85) (−.82) (−.83) (−1.01) (−1.01) (−.98) (−.99)

年齡 −.04 −.04 −.04 −.04 −.03 −.03 −.03 −.03

(−1.44) (−1.53) (−1.48) (−1.50) (−1.53) (−1.64) (−1.60) (−1.63)

年齡平方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96) (2.05) (2.01) (2.04) (2.01) (2.11) (2.08) (2.11)

健康狀況 .43*** .44*** .44*** .44*** .25*** .26*** .26*** .26***

(4.31) (4.39) (4.39) (4.38) (4.43) (4.53) (4.54) (4.58)

受教育年限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31) (.28) (.27) (.25) (.26) (.24) (.23) (.21)

婚姻狀況 .09 .08 .09 .09 .04 .03 .03 .03

(.71) (.65) (.65) (.67) (.48) (.40) (.4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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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量
OLS模型 Oprobit模型

(1) (2) (3) (4) (5) (6) (7) (8)

家庭人均純收入 .18*** .19*** .18*** .18*** .10*** .10*** .10*** .10***

(2.88) (2.93) (2.88) (2.89) (2.78) (2.86) (2.83) (2.84)

是否脫貧 .45*** .46*** .45*** .46*** .25*** .26*** .26*** .26***

(3.81) (3.91) (3.86) (3.87) (3.76) (3.89) (3.85) (3.88)

黨員身份 .33* .346* .343* .346* .15 .16 .16 .16

(1.78) (1.88) (1.88) (1.88) (1.24) (1.34) (1.33) (1.35)

家庭規模 .05 .050 .048 .047 .025 .025 .024 .024

(1.50) (1.50) (1.45) (1.44) (1.34) (1.37) (1.32) (1.31)

外出務工年限 −.02** −.022** −.023** −.022** −.01*** −.01*** −.01*** −.01***

(−2.42) (−2.48) (−2.50) (−2.49) (−2.92) (−2.99) (−3.02) (−3.01)

常數項 5.50*** 5.52*** 5.47*** 5.50***

(5.20) (5.22) (5.18) (5.18)

省份虛擬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觀測值 1,673 1,673 1,673 1,673 1,673 1,673 1,673 1,673

註：括弧內為 t統計量，***、**、*分別代表在1%、5%、10%水準下顯著，下表同。

穩健性檢驗

本文通過替換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在上文的分析中，選

取了受訪者自評主觀幸福感對搬遷人口的幸福感進行測量，但這一度

量方法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存在爭議，考慮到幸福與收入之間的密切聯

繫，本文將被解釋變量人口主觀幸福感調整為生活水準滿意度進行穩

健性檢驗。數據來自於問卷中「您對自己的生活水準滿意嗎？」這一問

題，變量的測量方式與主觀幸福感一致，受訪者在非常不滿意到非常

滿意的0至10刻度內打分，對生活水準滿意度同樣採用Ordered Probit

估計方法，結果如表四所示，使用智能手機對搬遷人口生活水準滿意

度的影響顯著為負。

此外，擁有智能手機且使用智能手機上網是使用微信、抖音等社

交軟件的前提條件，本文還利用「您是否使用微信」（未使用微信賦值為
0，使用微信賦值為1）這一問題替換智能手機使用這一變量進行相應的

檢驗，結果表明使用微信也降低了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感。一致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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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結果證明了前文智能手機使用對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感有負向作用

的結果是穩健的。

表四　穩健性檢驗

變量
生活滿意度 主觀幸福感

(1) (2) (3) (4) (5)

是否擁有智能手機 −.15
***

(−2.68)

使用智能手機上網 −.21
***

(−3.66)

智能手機上網頻率 −.04
***

(−3.46)

智能手機上網時長 −.04
***

(−3.32)

是否使用微信 −.19
***

(−3.17)

省份虛擬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觀測值 1,673 1,673 1,673 1,673 1,673

內生性討論

在討論智能手機使用對幸福感的影響時，可能由於人們對幸福的

理解與定義的差異、不同性格對新事物接納程度不同等因素導致測量

誤差，也可能因為遺漏諸如職業要求、社交需求等難以度量的變量造

成內生性問題。

解決內生性問題通常採用基於連續變量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和工

具變量估計法，由於Ordered Probit模型很難使用工具變量法回歸，本

文把主觀幸福感的0至10打分當作連續變量納入分析。同時本文參考

祝仲坤和冷晨昕（2018）考察互聯網使用對居民幸福感影響時使用的工

具變量，選取與解釋變量高度相關的「受訪者上一年度平均每月通訊支

出」（取對數）作為智能手機使用的工具變量。「上一年度平均每月通訊

支出」屬於歷史變量，反映的是過去時期的網絡使用情況，與當期搬遷

群眾幸福感沒有必然的直接聯繫，基本符合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原則。

為了進一步證明所選取工具變量的合理性，本文對工具變量進行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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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識別檢驗、弱工具變量檢驗。從表五中工具變量有效性的檢驗結果

來看，不可識別檢驗中，Anderson canon. corr. LM統計量對應的p值

為 .00，拒絕「不可識別」的原假設，F值為2,175.38，大於10%偏誤的

臨界值，可以拒絕原假設，故認為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

表五　工具變量有效性檢驗結果

檢驗類別與統計量 檢驗結果

不可識別檢驗：Anderson canon. corr. LM統計量 948.66（0.00）

弱工具變量檢驗：Cragg-Donald Wald F統計量 2,175.38

表六中第二、第三列為使用線性兩階段最小二乘方法得到的結

果。將離散變量視為基數變量的處理可能會影響兩階段最小二乘法的

準確性，於是本文採用了第二種方式條件混合過程方法（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 CMP）來處理內生性問題，表六中第四、第五列為使用

條件混合過程方法得到的結果。通訊支出對智能手機上網在1%水準下

顯著正相關，滿足工具變量相關性條件。條件混合過程方法估計結果

中的內生性參數atanhrho_12在5%水準下顯著，同樣說明使用智能手機

上網為內生解釋變量。利用兩階段最小二乘與條件混合過程方法回歸

結果顯示，在糾正可能的內生性偏誤後，使用智能手機上網對搬遷人

口的主觀幸福感仍存在顯著負向作用，本文提出的假設1b仍然成立。

表六　工具變量方法估計結果

變量
最小二乘法（2SLS） Ivoprobit_CMP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使用智能手機上網 −.54*** −.82***

(−3.06) (−2.59)

通訊支出 .01*** .01***

(29.71) (29.82)

常數項 .17 6.59***

(.85) (6.39)

atanhrho_12 .36**

(2.27)

省份虛擬變量 是 是 是 是

控制變量 是 是 是 是

觀測值 1,673 1,673 1,673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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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性討論

首先，我們考慮了樣本間的收入差異。由於本文數據均來源於在

國家級貧困縣的調研，調查所涉及的16個貧困縣經濟發展水準較低，

農村居民平均收入水準也較低，在經濟發展水準上各區縣之間不存在

較大差異。所以我們在進行收入階層分組時，以家庭人均純收入中位

數為參照，將樣本分為了低收入組和高收入組，表七是採用與上文相

同模型的回歸估計結果。表七的結果顯示，智能手機使用對於主觀幸

福感的影響只在高收入組顯著。我們認為智能手機使用率較低是造成

這一結果不顯著的主要原因，同時，低收入組的搬遷人口可能由於收

入水準較低，收入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周廣肅、孫浦陽，
2017）。

表七　收入異質性檢驗

變量
低收入組 高收入組

(1) (2) (3) (4) (5) (6) (7) (8)

是否擁有智能手機 −.05 −.20**

(−.57) (−2.42)

使用智能手機上網 −.124 −.22***

(−1.41) (−2.62)

智能手機上網頻率 −.02 −.04**

(−1.27) (−2.36)

智能手機上網時長 −.02 −.05***

(−.91) (−2.63)

省份虛擬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觀測值 837 837 837 837 836 836 836 836

其次，教育水準也是影響技術採納的重要因素。本文樣本全部為

原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他們不但平均年齡偏大，而且平均受教育年限

僅為4.9年，同時有315位受訪者沒有接受過任何學校教育。相比城市

居民和農村其他居民，其文化程度、認知能力可能相對較弱，對新事

物的接納能力也會較低，他們在以智能手機使用為代表的信息通訊技

術採納過程中可能會面臨更多的阻礙。為此，本文將樣本分為低受教

育組（從未接受過學校教育或受教育年限為1至6年）、高受教育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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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年限為7年及以上）兩組，表八彙報了根據受訪者受教育年限分組

回歸的結果，回歸結果顯示智能手機使用對主觀幸福感的抑制作用只

在低受教育組顯著，而對高受教育組的影響都不顯著。本文認為受教

育年限較高的群體學習能力較強，對智能手機等新技術接受程度更

高，更容易享受技術紅利。而低受教育組，在手機使用過程中，特別

是在使用手機上網的過程中容易產生手機沉溺等不健康的使用行為

（Takao et al., 2009），從而對主觀幸福感造成負面作用。

表八　受教育年限異質性檢驗

變量
低受教育組 高受教育組

(1) (2) (3) (4) (5) (6) (7) (8)

是否擁有智能手機 −.16** −.05

(−2.38) (−.41)

使用智能手機上網 −.26*** −.03

(−3.59) (−.30)

智能手機上網頻率 −.05*** .00

(−3.57) (.05)

智能手機上網時長 −.06*** .00

(−3.62) (.112)

省份虛擬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觀測值 1,202 1,202 1,202 1,202 471 471 471 471

影響機制分析

在證實智能手機使用行為對搬遷人口主觀幸福感有負面影響的基

礎上，本文進一步檢驗了主觀信任水準、物質重視程度的中介效應。

首先是主觀信任水準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如表九顯示，擁有智

能手機對受訪者的主觀信任水準沒有顯著影響，但使用智能手機上網

會產生負面影響，且上網頻率越高、上網時間越長，影響越顯著，通

過中介效應檢驗後發現主觀信任水準是智能手機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

中介變量。假設2得到支持。對於易地扶貧搬遷人口而言，一方面使用

智能手機上網接觸到了更多複雜資訊與陌生人群，由此產生的警惕性

降低了他們的基礎信任水準；另一方面，智能手機的介入性使用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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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解構了搬遷人口原有的生活方式，傳統的線下交往被興起的線

上社交所擠壓，造成了現實人際信任水準的降低。

其次是物質重視程度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如表十所示，擁有智能

手機、使用智能手機上網都會提高受訪者的物質重視程度，且上網頻率

越高、上網時間越長，物質重視程度越高，通過中介效應檢驗後發現物

質重視程度是智能手機使用與主觀幸福感的中介變量。假設3得到支

持。這一發現挑戰了既有研究結論。周廣肅和孫浦陽（2017）指出，互

聯網使用在間接層面會降低居民對於物質收入的主觀看重程度，在總體

層面對居民幸福感有正向促進作用。本文獲得了截然不同的發現：智

能手機使用行為會提高易地扶貧搬遷人口的物質重視程度，降低其主觀

幸福感。我們認為，使用智能手機過程中產生的社會比較和受訪者生

活水準相對低下的群體特徵，是差異產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互聯

網的開放性為使用者提供了更多社會比較的機會，讓他們更直觀地察覺

到收入差距和生活差距的存在，從而凸顯物質條件的重要性；另一方

面，受訪者的生活水準相對低下，這意味著物質條件仍然是影響其幸福

感的主要因素（周廣肅、孫浦陽，2017），並且在使用智能手機過程中

往往進行上行社會比較，導致「相對貧困感」和「相對剝奪感」增加，從

而對幸福感產生消極影響（周力、沈坤榮，2021）。

結論與討論

隨著智能手機成為一項社會基礎設施，其幸福效應日益受到各界

關注與討論。對於飽受幸福問題困擾的貧困人口而言，使用智能手機

是否有助於改善幸福狀況？為了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利用2019年8

省16縣1,673戶易地扶貧搬遷數據，從智能手機擁有、智能手機上網、

網絡使用頻率、網絡使用強度等四個維度展開探討，並基於搬遷人口

的社會特徵分析了主觀信任水準、物質重視程度的中介效應。

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擁有智能手機、使用智能手機上網都會降

低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感，且網絡使用頻率越高、每日使用時間越

長，這種負面影響越強。在利用工具變量法克服潛在內生性問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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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主觀信任水準的中介效應估計結果

變量

主觀信

任水準

主觀 

幸福感

主觀信

任水準

主觀 

幸福感

主觀信

任水準

主觀 

幸福感

主觀信

任水準

主觀 

幸福感

(1) (2) (3) (4) (5) (6) (7) (8)

主觀信任水準 .34*** .33*** .37*** .34***

(7.09) (6.84) (6.90) (6.89)

是否擁有智能手機 −.05 −.29***

(−.87) (−2.84)

使用智能手機上網 −.19*** −.35***

(−3.59) (−3.33)

智能手機上網頻率 −.04*** −.07***

(−3.18) (−3.06)

智能手機上網時長 −.04*** −.08***

(−3.15) (−3.28)

省份虛擬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觀測值 1,660 1,660 1,660 1,660 1,660 1,660 1,660 1,660

表十　物質重視程度的中介效應估計結果

變量

物質重

視程度

主觀 

幸福感

物質重

視程度

主觀 

幸福感

物質重

視程度

主觀 

幸福感

物質重

視程度

主觀 

幸福感

(1) (2) (3) (4) (5) (6) (7) (8)

物質重視程度 −4.56*** −4.56*** −4.56*** −4.55***

(−42.85) (−42.74) (−42.79) (−42.74)

是否擁有智能手機 .05*** −.08

(2.97) (−1.18)

使用智能手機上網 .06*** −.11

(3.78) (−1.57)

智能手機上網頻率 .01*** −.02

(3.44) (−1.39)

智能手機上網時長 .01*** −.03*

(3.70) (−1.68)

省份虛擬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變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觀測值 1,660 1,660 1,660 1,660 1,660 1,660 1,660 1,660



2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00期（2026）

用替換變量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後，智能手機使用對搬遷人口主觀幸福

感的負面影響依然顯著。在智能手機負向影響搬遷人口主觀幸福感的

過程中，主觀信任水準、物質重視程度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一方

面，智能手機使用通過弱化現實社會聯結而降低搬遷人口的主觀信任

水準，進而損害其幸福感。隨著智能手機引發的虛擬互動日益侵佔現

實交往，人際關係的深度與持續性面臨被削弱的風險，傳統的信任積

累機制逐漸鬆動。同時，智能手機使用戶置身於真假難辨、危機四伏

的資訊生態中，可能催生普遍性社會懷疑。對於因物理遷移導致原有

鄉土信任網絡斷裂的搬遷人口而言，當現實人際信任無法重建、普遍

性社會懷疑不斷滋生時，生活壓力與心理不安可能會轉化為幸福感的

損耗。另一方面，智能手機使用通過重構價值參照體系而提高搬遷人

口的物質重視程度，進而削弱其幸福感。當前互聯網上盛行的消費主

義文化與上行社會比較內容給用戶的認知構成巨大挑戰。媒介素養相

對較低的搬遷人口持續暴露於這種擬態環境中，其物質觀念與幸福標

準容易受到衝擊，收入與消費的落差感知可能被強化，導致收入滿意

度的心理閾值系統性抬升。當物質欲望增速超越實際收入能力時，相

對剝奪感可能逐步累積，最終解構幸福體驗的內在基礎。

深度數字化時代，如何辯證看待數字技術、避免落入價值「黑箱」

成為全社會關心的議題。當前關注主流群體或一般性技術使用的研究

普遍得出樂觀結論。例如，諸多基於「使用與滿足」理論或社會資本視

角的研究指出，智能手機能夠通過資訊獲取、社會連接與娛樂消遣有

效提升用戶的幸福感（Mittal & Rani, 2024; Nie et al., 2021）。在此背景

下，本研究的首要貢獻即在於提供一個實證層面的反思：至少對於易

地扶貧搬遷人口而言，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所描繪的生活圖

景並不樂觀。這提示我們，技術並非永遠通向理性、美好的道路，其

角色與價值只有在具體的社會情勢和行動語境中才能被準確理解。換

言之，我們必須超越對技術價值的簡單判斷，進一步關注技術效用的

「情境依賴性」與「群體異質性」（Buda et al., 2023）。正如達拉斯．斯邁

思（Dallas Smythe）所言，技術既非現代化社會問題的「替罪羊」，亦非

解決問題的「萬靈藥」（達拉斯．斯邁思、王洪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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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圍繞「智能手機使用」，目前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聚焦討

論「有問題的智能手機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PSU）及其負

面影響。這類研究通常將PSU視為一種類似於行為成癮的心理病理症

狀（Panova & Carbonell, 2018），其核心解釋機制往往根植於個體層面，

如自我調節失敗、衝動控制障礙（Chen et al., 2019）、神經質人格特質

（Elhai et al., 2016）。從研究結論上看，本研究與PSU研究保持高度一

致。然而，在理論視角與核心旨趣上，兩者存在鮮明分野。歸根結

底，PSU研究將問題歸咎於「使用方式」（how），其隱含的建議是引導

個體形成更健康的使用習慣。本研究則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使用者

的社會位置」（who & where）。易地扶貧搬遷群體作為數字素養有限的

低學歷者、作為社會資本薄弱的遷移者、作為在經濟上處於相對剝奪

地位的貧困人口，當他們通過智能手機接觸到那個光鮮亮麗卻又遙不

可及的「主流」世界時，社會比較所帶來的壓力、數字技能不足所引發

的焦慮，以及傳統信任網絡解體所導致的不安，共同構成了一種「結構

性的使用困境」。在這種困境下，即便是獲取資訊、進行社交這類通常

被視為積極實踐的使用行為，也可能導向負面結果。由此，本研究認

為，智能手機的負面效應不僅是簡單的「個體行為」問題，更是深刻的

「社會結構性」問題。這是本研究對智能手機使用與主觀幸福感文獻的

另一重理論貢獻。

本研究證實了數字技術這枚硬幣存在「背面」，但並非支持技術有

害論以鼓勵限制數字技術的發展與使用，也非否定數字技術在我國貧

困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民生福祉方面的貢獻。我們更強調通過經驗證據

啟發公共政策關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媒介技能與信息知識普及，讓

人民群眾真正從使用數字技術的過程中獲得滿足感、幸福感。為此，

本文基於研究結果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數字反哺與媒介素養培育應與基礎設施建設同步推進。政

策的著力點不應僅僅停留在「村村通寬頻、戶戶有信號」等硬件層面，

更需關注貧困人口的「軟件」能力。應由政府、社區、社會組織等多方

協同，針對貧困人口常態化開展智能手機使用技能培訓。培訓內容除

了基本操作，更應側重於資訊辨識、網絡安全防範、隱私保護等方

面，提升其數字素養和風險規避能力，彌合「使用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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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營造健康的數字生態，加強平台治理與算法引導。針對智

能手機使用催生「相對剝奪感」的問題，需要對互聯網內容的「供給側」

進行有效治理。監管部門應督促各大內容平台履行社會責任，通過算

法優化，減少對「炫富拜金」、過度消費等不良價值觀內容的推薦權

重，增加對勵志奮鬥、鄉村振興、傳統文化等正向內容的曝光。同

時，嚴厲打擊網絡詐騙、虛假資訊等直接損害群眾利益的違法行為，

淨化網絡空間，重塑數字環境中的社會信任。

第三，以數字技術賦能社區重建，促進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為防

止數字技術對現實交往的替代效應，政策制定者應鼓勵和支持社區工

作者利用微信群等線上渠道，發佈社區活動通知、收集居民意見、組

織志願服務，將線上溝通的便利性轉化為線下社區參與的催化劑。通

過組織豐富的線下活動，重建被物理搬遷所割裂的社會資本與信任網

絡，以真實的社區融入感對沖虛擬世界可能帶來的疏離感與不安全感。

本研究在做出一定貢獻的同時，也受限於數據與方法，存在一定

局限，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深化。首先，本研究使用的是2019年的調

查數據，距今已有時日。在此期間，中國的數字環境、搬遷人口的社

區適應狀況均發生了深刻變化。未來的研究應基於更新的數據，以反

映最新動態。同時，本研究基於截面數據，雖然通過了內生性檢驗，

但在揭示因果關係上仍有局限，後續研究可採用追蹤調查或面板數

據，動態觀察智能手機的持續使用如何影響搬遷人口幸福感的變遷。

其次，本研究將「智能手機使用」作為一個整體變量進行測量，但其內

部的「使用行為」是高度異質的。例如，使用智能手機進行學習、獲取

生產資訊、與家人視頻通話，和長時間沉迷於短視頻、網絡遊戲，對

幸福感的影響路徑可能截然不同。未來的研究應設計更精細的量表，

區分「工具性使用」與「娛樂性／消費性使用」，深入探究不同使用模式

的差異化效應。最後，本研究聚焦於搬遷人口的「主觀」幸福感，未來

的研究可引入更多「客觀」福祉指標，如健康狀況、社會參與度、社區

融入度等，構建更全面的評估體系。此外，進行跨區域、跨文化的比

較研究，考察不同搬遷模式、不同文化背景下數字技術對貧困人口的

影響，也將是富有價值的探索方向。



27

「硬幣的背面」

註釋

1 之所以將智能手機擁有和使用智能手機上網相區別，是因為智能手機的普
及率和使用手機上網的普及率並不能等同，使用智能手機不一定代表會使
用智能手機上網（史梁、艾保，2013）。在我們的田野調查中，很多低收
入人口存在使用智能手機卻只用來撥打電話，沒有辦理或進行數據流量上
網業務的情況。本文的調查數據也發現，約55%的受訪貧困人口擁有智
能手機，但是只有35%的受訪者使用手機上網，因此有必要對是否擁有智
能手機和是否使用智能手機上網做出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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